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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探討解釋水平與敘事基調如何緩解網紅過度曝光的心理抗拒。 

研究設計／方法：三個實驗操弄過度曝光與訊息策略，檢驗心理抗拒的中介效應及自我效能感

的調節作用。 

研究結果：過度曝光引發抗拒並降低追蹤意願；高解釋水平訊息可減少心理抗拒；且低自我效

能者對負能量訊息抗拒較低。 

研究限制／啟發：本研究以靜態情境模擬，未涵蓋多元曝光來源與動態互動情境，影響生態效

度，且情境限於消費者不感興趣之訊息。 

理論／實務／社會意涵：過度曝光時，宜採高解釋水平訊息降低抗拒，並依產品屬性調整策

略，例如娛樂、美食用負能量吸引共鳴，健康、教育則用正能量激勵行動。 

創見／價值：本研究為首次結合解釋水平與敘事基調探討網紅過度曝光議題，並提出自我效能

之調節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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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construal level and narrative tone can mitigate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triggered by influencer overexposure.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 Three experiments manipulated levels of overexposure and 
message strategies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Findings – Overexposure increases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reducing followership intention. High-
construal level messages mitigate resistance, while low self-efficacy individuals are less resistant 
to negatively framed messages. 

Research limitations/implications – The study employed static scenario-based simulations and did 
not account for dynamic interaction contexts or multiple exposure sources, which may limit 
ecological validity. In addition, the scenarios focused on messages presumed to be of low 
consumer interest. 

Practical implications/Social implications – Influencers should use high-construal level messaging 
to reduce resistance. Message strategies should align with product type– negative messages for 
entertainment and food, positive messages for health and education. 

Originality/value –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integrate construal level and narrative tone theories in the 
context of influencer overexposure, and to propose self-efficacy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in 
resistance reduction. 

Keywords: psychological resistance, positive energy, self-efficacy, negative energy, narrative tone, 
constru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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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網紅行銷 (Influencer Marketing) 是利用具影響力的網路名人 (簡稱網紅) 來推廣產品或強化

品牌態度之策略。根據 Market Research Future (2023)，網紅行銷的市場規模預計在 2030 年將

增長到 910 億美元，且有超過 75%的品牌行銷人員將採用網紅行銷 (Geyser, 2022)。消費者認

為網紅有更高的可信度，能與粉絲 (Followers) 建立更深厚的關係，故能帶來較高的廣告效益 
(Schouten et al., 2020) 與購買轉換率 (Jiménez-Castillo & Sánchez-Fernández, 2019)。 

為了擴大影響力，網紅除了致力於產製優質內容之外，還必須了解演算法，善用平台功能

以爭取曝光機會。常見的做法，例如善用主題標籤 (Hashtag)、跟緊流行時事、利用自動化工

具積極與粉絲互動 (Tafesse & Wood, 2021)。近年來，則更常見積極地在社群的熱門貼文下主動

留言，以爭取曝光。利用演算法自動推播的優勢，不僅能吸引陌生網友的目光，提高曝光率，

也能巧妙地引導既有粉絲群體關注到特定的貼文。臺灣就曾流行網友標記圖文網紅聞氫哥的風

潮，而聞氫哥有趣的回覆除了博得粉絲一笑之外，也為品牌增加曝光機會。然而，這種「留言

增粉」的策略亦有其風險。由於無法掌控演算法推播之對象，若短時間大量曝光給相同受眾，

可能反遭致粉絲反感。網紅黑貓老師就曾分享在使用相同策略後，反而單日減少 500 個追縱。 

這是兩難的境地：爭取曝光是網紅經營個人品牌的核心要務，透過大量留言可增加曝光機

會，但過度曝光則可能導致網友的心理抗拒 (Psychological Reactance)。過度個性化的訊息推薦

和頻繁的曝光，旨在增加互動和參與度，但過度曝光不僅會中斷消費者的瀏覽體驗，還可能引

發負面評價。這種對網紅過度頻繁出現及對其商業動機的質疑與厭倦，部分促成了近年來社群

媒體上的「去影響力」(De-influencing) 運動 (Elhajjar & Itani, 2025)。這迫使網紅在追求曝光的

同時，必須警惕過度曝光可能引發的負面觀感。 

如何有效提升曝光，同時還能減少消費者的負面觀感，實為一重要的研究課題。儘管研究

已證實廣告過度曝光可能引發消費者的心理抗拒，但相關機制在網紅情境下仍缺乏系統性探

討。此外，過去鮮少研究檢視不同訊息設計策略是否能緩解抗拒反應。學者指出，心理抗拒的

產生可能來自互動語境中的語言與話語策略，而非單純的內容評價 (Humă et al., 2020)。因

此，社群媒體中網紅留言的訊息風格也可能成為引發或減輕抗拒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旨在回應

此缺口，創新地整合解釋水平理論 (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 與敘事基調 (Narrative Tone)，
探討二者如何共同影響網紅過度曝光對消費者心理抗拒之影響。解釋水平理論指出，人們對訊

息的解釋會根據其抽象或具體的敘述方式而有不同；敘事基調則涉及訊息以樂觀或悲觀的風格

呈現時，對個體情緒與行為之影響。本研究主張，解釋水平理論與敘事基調的交互作用，結合

個體自我效能之差異，可提供嶄新的理論視角，供吾人理解網紅過度曝光所引發之心理抗拒。 

此外，雖然心理抗拒理論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Theory, PRT) 已被廣泛應用於傳統品牌

廣告的說服效果研究，但其在網紅情境中的適用性與操作機制仍待進一步釐清。相較於傳統廣

告，網紅作為訊息傳播者，具備更強的人際性與情感連結特質，其傳播的訊息經常交織著自我

表達與商業意圖，此一獨特性可能使消費者產生不同於傳統廣告的心理抗拒反應。本研究回應

理論細緻化的需求，不僅將 PRT 延伸應用至網紅傳播情境，更著重探索在此特殊脈絡下，解

釋水平理論、敘事基調及消費者自我效能如何共同調節心理抗拒的產生。透過對此現象的深入

研究，本研究揭示在何種訊息設計組合下，能最有效地降低因網紅過度曝光所產生的負面心理

後果。本研究成果能為品牌和網紅提供更細緻、更具針對性的策略指導，協助其在追求觸及率

與持續關注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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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網紅過度曝光 

互動與分享是網紅經濟的核心，為了擴大影響力，網紅不僅致力於產製優質內容，也積極

運用平台功能爭取曝光，例如善用主題標籤、緊跟時事、與粉絲互動，甚至與其他網紅合作等 
(Boerman, 2020; Laor, 2022; Tafesse & Wood, 2021)。這些策略因平台特性而異，但究其核心目

標均在提升個人品牌的可見度，而此已成為網紅日常營運的關鍵任務 (Arriagada & Ibáñez, 
2020)。 

雖然曝光對網紅至關重要，但過度曝光則可能帶來負面效果。過去關於過度曝光的研究多

集中在傳統廣告領域，認為重複的廣告曝光能在一定範圍內提升消費者對訊息的記憶與品牌熟

悉度，進而對銷售產生正面影響 (Ruggieri & Boca, 2013; Yaveroglu & Donthu, 2008)。然而，一

旦廣告頻次過高，形成廣告過度曝光，就可能導致消費者的心理抗拒。為此，企業常透過調整

廣告元素或採多版本原生廣告等方式，以降低這種負面影響 (Ying et al., 2009)。 

相較於廣告，直接針對網紅過度曝光的學術討論相對有限。網紅作為一個媒體訊息來源，

與傳統廣告有很大的差異。傳統廣告是一種單向、非互動「一對多」的傳播，受眾與訊息來源

（電視、報紙）之間的關係是疏遠且非個人的。相反地，網紅行銷的核心則是基於粉絲對網紅

的興趣與信任，親近性是網紅與其他媒體非常重要的差別 (Harff et al., 2025)。Geng et al. 
(2023) 發現網紅重複曝光的效果會呈現 U 型曲線：少量曝光到中等頻率可能對網紅有益 
(Wear-in)，但高頻次曝光反而會導致疲乏效應 (Wear-out)。因為當如同朋友般的網紅發布過多

商業內容時，便嚴重違背了該媒介不成文的社交契約  (Boerman et al., 2021; Jhawar et al., 
2024)。這種背叛感所引發的反感，遠比觀看一則無關個人情感的電視廣告來得更為強烈。因

此，網紅過度曝光不僅僅是廣告訊息的重複，更是一種混雜社交與商業的訊息重複，在無法迴

避且隱含虛偽的社群互動狀態下，甚至可能會比傳統廣告更快觸發受眾的抗拒心理 (Harff et 
al., 2025) 。 

學術研究已觀察到網紅過度曝光的負面效果。消費者面對網紅過度曝光時，不僅會刻意忽

略其貼文，甚至可能產生憤怒情緒 (Pradhan et al., 2023)。除了內容發布頻率，網紅的商業活動

密度也是構成過度曝光的重要原因。研究顯示，若網紅代言過多品牌，亦會引發消費者的負面

觀感，認為其過度看重金錢利益 (Zipporah & Mberia, 2014)。Cheah et al. (2024) 則發現網紅過

度代言不會直接降低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但會損害其感知可信度，進而間接對購買意願產生負

面影響。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網紅過度曝光」概念化為一種多維度的現象，其特徵在於網紅的商

業活動，無論是內容發布頻率 (如貼文過多)、商業訊息密度 (如代言過濫) 或主觀感知上的干

擾 (如不合時宜的留言刷存在感)，一旦超出了粉絲的心理接受範圍與預期時，便可能引發反

感、信任度降低等負面後果。 

二、過度曝光與心理抗拒 

PRT 最初由 Brehm (1966) 提出，意指當自由受到威脅或限制時，個人在認知與情感上產

生抗拒的傾向，並喚起想恢復自由的慾望。PRT 假設人們對自由有基本需求，需要在不受其他

人控制的情況下，能就自己的行為、思想與感受做出決定 (Wicklund, 1974)。任何限制這些自

由的行為都可能構成威脅，進而改變消費者的態度、情感與行為 (Aljukhadar et al., 2017)。當

消費者的自由受到威脅時，就會出現反作用力，此時即構成心理抗拒 (Miron & Breh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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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論已被廣泛應用於消費情境的分析中，例如消費者對過度建議、不當推薦或具壓迫感促銷

的反感等 (Fitzsimons & Lehmann, 2004; Lee & Lee, 2009; Trump, 2016)，這是理解消費者負面反

應的重要理論基礎。 

在資訊傳播領域，訊息的重複性與過度曝光是引發心理抗拒的關鍵驅動因素：持續接觸高

度同質性的內容會導致訊息疲勞 (Message Fatigue) ，使用者會因厭煩而失去興趣 (Montoya et 
al., 2017)。其次，也是更核心的機制，則在於過度曝光會顯著提升消費者對訊息背後說服意圖

的感知 (Koch & Zerback, 2013)。在當代社群媒體環境下，此機制因演算法推播而被放大；網

紅的高頻露出（如頻繁留言、業配貼文）透過平台推播，迫使用戶反覆接觸類似的訊息，不僅

直接限制了消費者資訊選擇的自由 (Chen et al., 2021; Tucker, 2014)，更強化消費者對網紅動機

的質疑，進而促發後續的應對行為 (Borchers et al., 2022)。惟此反應的強度仍受邊界條件 (如對

網紅與平台的信任) 調節 (Pergelova & Hachey, 2023)。 

本研究認為，網紅過度曝光所引發的消費者心理抗拒，主要源於演算法導致的雙重威脅：

資訊選擇自由受限，以及說服意圖感知被強化。這種抗拒並非針對內容好壞，而是對「被過度

推播」且「難以擺脫」此一狀態的反感。因此，本研究聚焦於此特定情境下的消費者即時心理

抗拒反應，並提出以下假設： 

H1：若網紅過度曝光，會導致消費者有較高的心理抗拒。 

三、心理抗拒與追蹤意願 

追蹤人數 (或稱粉絲) 是用來判斷網紅聲量的最重要指標，追蹤人數直接影響到網紅的可

信度與代言的有效性 (Janssen et al., 2022)。所謂追蹤意願，是指個人主動追蹤網紅社群動態之

意願 (Casaló et al., 2017)。研究發現，網紅的專業知識、外貌吸引力、社會地位或聲望、提供

的資訊量、互動的程度、與受眾的相似性及真實性等 (Shoenberger & Kim, 2023)，都會正向影

響消費者的追蹤意願。 

人們會主動追蹤網紅，但也會因實際體驗不如預期、網紅過度的商業操作 (Mardon et al., 
2023)、過度偏袒特定品牌 (Pradhan et al., 2023)、過度的自我揭露(AlRabiah et al., 2022)，甚至

只是單純的資訊過載 (Zhang et al., 2022)，而選擇退追蹤。這種現象甚至一度成為流行的取消

文化 (Cancel Culture) (Norris, 2021)。 

然而，現有文獻在探討影響追蹤意願的因素時，常僅關注前因變數與追蹤行為之間的直接

關係，較少深入檢視其心理歷程。在網紅過度曝光的情境中，退追蹤行為往往不是單純對內容

品質的不滿，更可能是因反覆暴露所帶來的情緒疲乏與主觀壓迫感所引發的防衛反應。例如，

Guo and Jiang (2024) 指出，當廣告訊息過度重複時，會激發消費者的惱怒與反感，進而提高其

對廣告的抗拒程度與主動迴避行為。此反應亦會受到個體的廣告素養與心理傾向調節，凸顯主

觀感受在此歷程中的關鍵性 (Amarnath & Jaidev, 2023)。 

此一心理歷程與前述 PRT 的論點高度契合。PRT 主張，當個體感知其選擇自由受到威脅

或限制時，將誘發恢復自由的內在動機，即心理抗拒 (Brehm, 1966)，甚至對說服訊息產生否

定評價與抵制行為 (Wicklund, 1974)。近期研究進一步擴展 PRT 至數位情境，指出當廣告內容

過度個人化或高度侵入時，易被視為是企圖操控使用者，引發個體自由受威脅之感知 (de 
Groot, 2022)，最終導致其對廣告的心理抗拒，並降低其與網紅的互動意圖。換言之，過度曝

光已構成對個人自主性的侵犯，引發防衛性心理與行為。 

因此，若網紅的內容過度頻繁出現於使用者的社群頁面，消費者可能不再單純依賴內容品

質或個人偏好來決定是否持續追蹤，而會產生一種反射性的心理抗拒。本研究據此主張心理抗

拒在過度曝光與追蹤意願之間扮演關鍵的中介角色，並提出以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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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網紅過度曝光會增加消費者的心理抗拒，進而負向影響其追蹤意願。 

四、CLT 對心理抗拒的影響 

CLT 源於 Liberman and Trope (1998) 提出的時間解釋理論 (Temporal Level Theory)，該理論

作為一種行為心理學模型，闡䆁了個體對事件的心理表徵如何因抽象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根

據 CLT，個體對訊息的詮䆁存在高、低兩種解釋水平 (Liberman & Trope, 2003)。其中，低解釋

水平的訊息著重具體、明確、詳細且包含上下文情境脈絡細節；高解釋水平的訊息則偏向概

括、抽象、去脈絡化，並聚焦於事物的本質特徵 (Martin et al., 2009)。換言之，高解釋水平的

訊息關注事物之全貌，提供較高層次抽象、模糊之概念；相較之下，低解釋水平的訊息呈現局

部獨特性和具體內容。不同解釋水平在消費者處理廣告和促銷訊息時，會直接影響其購買意願 
(White et al., 2011)。例如，在環保議題的倡議中，低解釋水平者關注具體行動 (如節省紙張、

鋁罐回收)，高解釋水平者則著重於行動目的 (如資源回收有助於環境保護) (Chen, 2016) 。 

現有研究已將 CLT 應用於各種消費情境，尤其廣泛應用於廣告及銷售領域。雖然低解釋

水平訊息因其明確、具體、關注細節的特質，在提升產品特性理解或短期促銷上展現效益 
(Jaeger & Weber, 2020)；然而，高解釋水平訊息則提供了不同的溝通優勢。高解釋水平側重於

抽象的價值與為何行動的理由。Castagna et al. (2021) 指出，高解釋水平策略能讓消費者超越外

觀不佳食品 (醜蔬果) 的具體瑕疵，轉而關注「減少浪費」等抽象價值，從而提升購買意願。

此機制亦體現在自我控制上。多項研究證實，啟動高解釋水平思維的個體會更專注於長遠目標 
(而非短期誘惑)，進而展現出較佳的自制力 (Fujita & Carnevale, 2012; Fujita & Han, 2009; Fujita 
& Roberts, 2010)。 

基於網紅過度曝光的問題在於容易引發消費者的負面情緒、提升防衛心態，並導致訊息疲

勞與選擇自由受限的感受，CLT 所提供的訊息操弄策略為緩解心理抗拒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視

角。學界對於高解釋水平與心理距離之提升如何減輕自由威脅，已有相當的理論與實證基礎。

例如，Borovoi et al.  (2010) 研究指出，當時間距離較遠時，因為無需立即決策，個體較不關注

方案的具體內容，故對自由之威脅感較低 (Wicklund, 1974)。此外，相較於高解釋水平的「任

何時間皆可註冊」成為器官捐贈者，採低解釋水平的「立即註冊」術語，因其即時性與壓迫

性，更容易讓個體感知到決策自由受到威脅。從情緒的角度切入，研究證實情緒強度與感知的

心理距離呈負相關，即心理距離愈近，情緒感受愈強烈 (Van Boven et al., 2010)。承接此一觀

點，Hu et al. (2021) 進一步指出，此效應同樣體現在心理抗拒上：處於低解釋水平 (較近的心

理距離) 的個體，更易產生憤怒與心理抗拒；反之，處於高解釋水平 (較遠的心理距離) 者，則

較不易產生此類負面情緒。Katz et al. (2017) 在探討選擇限制與 CLT 的關聯時發現，雖然選擇

受限會引發自由受威脅感，但採用高解釋水平策略 (如將決策時間設定在較遠的未來) 可提升

訊息之有效性。同理，網紅過度曝光是一種容易觸發負面情緒與防衛心理的情境，此時採高解

釋水平的留言訊息，因能拉開心理距離、降低直接的脅迫感與指示性，引導消費者從更宏觀、

抽象的視角理解訊息，從而可能有效繞過因過度曝光所導致的心理抗拒。 

綜合 CLT 與 PRT 的觀點，本研究推論當網紅留言採低解釋水平時，因強調具體細節，給

予消費者的詮釋空間較小，在過度曝光的情境下，更容易加劇其受限制感與對說服意圖的感知 
(Liberman & Trope, 2008)。相對地，若採高解釋水平的策略，則有望透過提升訊息的抽象化和

心理距離，從而減輕消費者感受到自由受威脅的程度。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a：在網紅過度曝光的情境下，相較於低解釋水平的留言訊息，高解釋水平的留言

訊息會讓消費者有較低心理抗拒。 

在確立解釋水平對心理抗拒的直接影響後，考量心理抗拒會負向影響消費者的追蹤意願，

本研究進一步推論，解釋水平此一訊息策略對最終追蹤意願的影響，也可能透過其對心理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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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緩解作用來達成。換言之，當高解釋水平的訊息成功地降低了消費者的心理抗拒，這種負面

心理狀態的減緩應能間接促使其對網紅抱持較為正面的態度，並可能反映在追蹤意願的提升

上。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延伸假設： 

H3b：在網紅過度曝光的情境下，心理抗拒中介了解釋水平對消費者追蹤意願的影

響；具體而言，高解釋水平（相較於低解釋水平）的留言會降低心理抗拒，進

而正向影響追蹤意願。 

五、敘事基調：正能量與負能量 

誠然，解釋水平主要關乎訊息的抽象或具體結構，然而，網紅留言的溝通效果，除了結構

特性外，其傳達的情感氛圍，即敘事基調，亦可能扮演關鍵角色。若高解釋水平留言可降低消

費者心理抗拒，則在此基礎下，搭配不同的敘事基調，是否會與消費者的自我信念產生交互作

用，從而對心理抗拒的程度帶來更為細緻與差異化的影響？ 

敘事基調係指說服訊息對情境描繪之情感取向，例如區分為樂觀 (Optimistic) 與悲觀 
(Pessimistic) 等不同基調 (e.g., Martell & Rodewald, 2024; Nabi & Green, 2014)。與傳統基於前景

理論 (Tversky & Kahneman, 1981) 強調結果等值但表述有異的得失框架不同，敘事基調著重於

透過引發閱聽人的情感共鳴與沉浸感來產生影響 (e.g., Green & Brock, 2000)，其影響路徑更偏

向「情緒喚起—認知評價」，而非純粹的效用評估。 

社群媒體中流行的正能量與負能量語錄，本質上即是兩種不同敘事基調的體現。當遭遇人

生中的困難時，人們有兩種不同的思考傾向，有人認為現實再殘酷也得勇敢前行，這種正能量

體現出克服困難的正向態度和情緒；但也有人認為不必太認真，凡事 60 分即可，這種負能量

體現出個人因現實困境而產生的負面態度和情緒 (Peidong & Lijun, 2018)。前者接近樂觀基

調，後者則接近悲觀基調。 

研究指出，樂觀的敘事能有效提升閱聽人的正面情緒與樂觀的預期，進而增強其行動意願 
(Peter & Honea, 2012)。然而，過於頻繁或不切實際的正能量訊息，也可能因削弱問題的急迫

性而失效 (Morris et al., 2020)。這與部分用戶對「心靈雞湯」感到麻木或反感的現象相呼應。 

相反地，在特定情境下，強調損失或現實困境的悲觀訊息，在提升風險感知或促進行為

(如捐款) 上，反而比樂觀訊息更具影響力 (Martell & Rodewald, 2024; Morris et al., 2020)。臺

灣熱門社群「每天來點負能量」的內容，常能藉由其犀利、寫實的風格，同理人們對現實的

焦慮或無奈，從而產生強烈共鳴並吸引大量關注 (Li et al., 2020)。當然，過度的負面訴求亦可

能導致閱聽人產生無助感或選擇逃避 (Morris et al., 2019; Morris et al., 2020)。 

儘管「正能量」與「負能量」早已頻繁地出現在社群媒體的討論中，但相關學術討論非常

少見。正能量一詞源自英國心理學家 Wiseman (2012) 的著作 Rip it Up，他將人體比作一個能

量場，認為激發個人內在潛能可以使人充滿自信與活力。爾後，人們常以心靈雞湯來表達能激

勵或鼓舞人心的勵志名言。研究指出，網路使用者普遍喜歡分享正能量的新聞和語句，因為傳

播正能量內容可以使人建立有趣、善良和勤奮的形象 (Chen & Wang, 2019)。 

負能量的討論則更少見。Schrauf and Sanchez (2004) 發現，在工作場合中，人們使用更多

負面情緒用語來發洩心情；Kätsyri et al. (2016) 證實社群媒體中的負面貼文比正面貼文更能吸

引關注。近期，一些與毒雞湯相近的大量負能量語錄頻繁出現在社群媒體上，反映出一種反勵

志的態度 (Li et al., 2020)。常見的毒雞湯包含「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是不努力一定很輕

鬆」、「選擇比努力更重要，所以我選擇不努力」，這樣的負能量語錄雖帶有些許沮喪、頹廢

的感覺，不過，卻更貼近許多人的真實生活，成為現今社群媒體中的另一種文化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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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上尚未針對正能量與負能量給予明確的定義。本研究從態度、行為與社會期待等三個

面向加以界定。首先，在「態度」面向上，正能量指個人以樂觀、積極的方式理解困境，負能

量則指個人以悲觀、現實或自嘲的方式理解困境。其次，在「行為」面向上，正能量強調主動

面對、持續努力與積極行動；負能量則強調降低投入、暫時逃避或安於現狀。最後，在「社會

期待」面向上，正能量傳達的是向上、進取與自我提升的期待；負能量則傳達對失敗、無力感

與不完美狀態的理解與接納。據此，本文將正能量定義為：「個人以樂觀的態度理解處境，傾

向積極行動，並傳達向上與自我提升期待的敘事基調」；將負能量定義為：「個人以悲觀、現

實或自嘲的態度理解處境，傾向降低行動投入或接受現況，並傳達對無力感與不完美狀態之理

解的敘事基調」。 

六、自我效能的調節效果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係指個人對執行特定任務或達成目標能力的信念，此信念深刻影

響個人的思想、信仰和行為 (Lawrance & McLeroy, 1986)。個體的自我效能水平，不僅關乎其

面對挑戰的動機與努力程度，亦與其對逆境的適應力及整體生活態度緊密相連。研究證實，高

自我效能者傾向將困難視為挑戰，相信自身有能力應對 (Yan et al., 2023)；相反地，低自我效

能者則因低估自己的能力而使適應力降低，更容易對生活抱持悲觀的看法 (Akhtar et al., 2013; 
Urbani et al., 2002)，亦與焦慮和抑鬱的特質有關 (Cattelino et al., 2021)。 

個體的自我效能深刻塑造其自我觀點 (Self-views)。當人們在處理外界資訊時，普遍存在

一種維持自我概念穩定與一致的內在需求。研究指出，人們傾向於優先處理並整合與自我看法

一致的訊息，同時會迅速忽略或曲解與自我看法不一致的訊息，以此來維持自我概念的穩定與

連貫性 (García-Arch et al., 2024)。這種對自我一致性的追求，使其能印證個人既有自我觀點的

訊息，更容易被視為相關且值得信賴，是決定訊息能否被順利接收與整合的關鍵驅動力。 

這種偏好與自我相符事物的傾向，正是自我一致性理論 (Self-Congruity Theory) (Sirgy, 
1982) 的核心主張。在消費情境中，該理論預測消費者會偏好形象與其真實或理想自我概念相

符的品牌，進而提升信任與好感。Kim (2023) 的研究證實，品牌在基礎情感維度上與消費者自

我概念愈一致，愈能促進情感連結與正向評價。此機制也呼應相似吸引理論  (Similarity-
Attraction Theory)，亦即相似性會增進喜好 (Schütt, 2023)，並與 Van Boven et al. (2010) 的主

張：情感共鳴讓心理距離更近，進而降低心理抗拒的觀點一致。整體而言，能印證或呼應個人

自我觀點的訊息，更容易被視為相關且值得信賴，並在說服歷程中發揮更大效力。 

綜合上述，本研究推論，在網紅過度曝光的情境下，留言的敘事基調若能與消費者的自我

觀點及情感需求相適配，因滿足了自我一致性的需求，提供情感共鳴，從而被更積極地處理，

進而可有效降低過度曝光所引發的心理抗拒。具體而言，高自我效能者傾向積極的自我概念與

思考模式，可能視正能量敘事更符合其自我觀點；相反地，低自我效能者因其存在的悲觀傾向

或對現實困難的感知較高，可能認為負能量的敘事基調更能反映其內心狀態或對情境的理解。

基於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4a：自我效能與敘事基調存在交互作用：高自我效能者在正能量敘事下、低自我效

能者在負能量敘事下，其心理抗拒較低。 

假設 H4a 說明敘事基調與自我效能之交互作用會影響心理抗拒。然而，最終管理意涵在

於粉絲是否持續追蹤。基於心理抗拒理論，抗拒降低後才可能提升追蹤意願；同時，自我效能

又會改變敘事基調對心理抗拒影響的強弱，因而形成一個調節式中介的歷程。因此，本研究提

以下假設： 

H4b：在網紅過度曝光且高解釋水平的情境下，敘事基調經由心理抗拒對追蹤意願的

間接效果，會受到自我效能的調節；當自我效能與敘事基調相符 (高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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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正能量、低自我效能配負能量)，心理抗拒顯著降低，進而使追蹤意願提

升；若兩者不相符，此間接效應顯著減弱或消失。 

參 研究綜述與前導實驗 

一、實驗綜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網紅過度曝光情境中，訊息設計 (CLT 與敘事基調) 如何影響消費者的心

理抗拒，並進一步檢驗自我效能的調節效果。為完整驗證理論架構，本研究透過一系列遞進式

的實驗設計，旨在全面探討網紅過度曝光對消費者心理抗拒的影響，並進一步提出有效的緩解

策略。整體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以下分別說明三個實驗在研究目的、核心操弄變項與關注焦

點上的演進關係。 

圖1  
整體研究架構圖 

 

(一)前導實驗 

本研究之核心在提出網紅過度曝光情境下，如何緩解消費者之抗拒心理。在進行正式研究

前，必須先驗證網紅過度曝光之影響效果，以奠定後續研究之基礎。因此，前導實驗主要操弄

變項為「網紅曝光頻率」 (一般曝光 vs. 過度曝光)，驗證過度曝光是否會引發較高的心理抗

拒，並導致消費者降低追蹤意願。亦即，驗證假設 H1 與假設 H2 所提出的基本因果鏈：網紅

過度曝光將導致心理抗拒的增加，進而負向影響追蹤意願。前導實驗的結果成立，後續正式實

驗的討論才有意義。 

(二)實驗一 

實驗一建立在網紅過度曝光的基礎上，將研究焦點轉向緩解策略的探討，亦即探討如何透

過操弄訊息的解釋水平 (高 vs. 低) 來緩解消費者的心理抗拒。實驗一主要在驗證假設 H3a 與假

設 H3b，亦即，高解釋水平的訊息 (抽象、概括性)相較於低解釋水平訊息 (具體、細節性)，是

否能更有效地降低因過度曝光所產生的心理抗拒，進而提升消費者的追蹤意願。 

(三)實驗二 

在實驗一確認高解釋水平能有效緩解心理抗拒之基礎上，實驗二進一步探索敘事基調 (正
能量 vs. 負能量) 與消費者自我效能的交互作用對心理抗拒的影響。此階段除了驗證敘事基調

本身的效果外，更著重檢驗個體的自我效能感是否調節敘事基調與心理抗拒之間的關係，進而

闡明訊息與個人特質之間的適配性如何影響消費者對網紅訊息的反應。如文獻探討所示，心理

抗拒作為核心機制，是訊息處理與行為意圖之間的關鍵節點。敘事基調與自我效能的匹配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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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於心理抗拒的緩解，而追蹤意願則是心理狀態改善後的行為轉化。因此，本研究推論交

互作用的效果應是由心理抗拒所中介。基於上述理論，實驗二旨在檢視敘事基調與自我效能的

交互作用如何精細地調節心理抗拒的產生 (H4a)，並探討此調節作用如何透過心理抗拒影響最

終的追蹤意願，形成一個調節式中介的歷程 (H4b)。 

總結而言，前導實驗著重於驗證問題的存在與基礎機制，實驗一與實驗二則分別以解釋水

平及敘事基調為訊息設計操弄變項，逐步深入探討訊息如何調節過度曝光所帶來的負面心理效

應。三個實驗相互呼應，完整呈現了本研究所建構之理論模型的邏輯脈絡與實證基礎。 

三次實驗皆選擇 Facebook 作為實驗場域，因為它目前仍是最多人使用之社群平台 
(Statista, 2022)，並且本研究觀察到採留言增粉策略之網紅，大多以 Facebook 平台為主，符合

本研究情境。為避免知名網紅或品牌會使受測者產生混淆或既定印象，實驗皆採用虛構的網紅

及品牌，訊息與情境的呈現方式完全模仿 Facebook 的介面，以利受測者想像。 

二、前導實驗 

(一)實驗設計與施測過程 

前導實驗虛構一服飾品牌「Mola shop」作為虛構網紅「愛麗絲」在社群貼文上留言的對

象，由前測挑選設計好之留言作為施測情境。選擇服飾品牌作為實驗刺激的原因有二：1. 網路

購買服飾是相當常見的場景；以及 2. 服飾品牌眾多，受測者較容易代入情境中。 

本研究除了驗證過度曝光的情形在網紅行銷的情境下是否成立，更希望了解過度曝光情境

下使用者背後的心理狀態。因此，前導實驗的操弄區分為一般組與過度曝光組。其中，一般組

僅介紹愛麗絲是 Facebook 上的網紅 (圖 2 左所示) ；過度曝光組則除了網紅介紹外，還描述愛

麗絲時常到貼文底下留言的行為。此處「頻繁留言」的操弄旨在使受測者形成網紅高頻次出現

的印象，留言模擬的內容本身並未帶有特定的強烈情感色彩，僅聚焦於曝光頻率上。實驗操弄

是直接仿製 Facebook 上的留言通知訊息，除可創造比較真實的網紅過度曝光情境，也讓受測

者更容易想像情境。 

圖2  
實驗刺激 (左：一般組；右：過度曝光組) 

本研究透過網路招募受測者，當受測者接受邀請並點選問卷連結時，電腦會隨機安排受測

者到上述兩種情境之一。由於線上問卷的施測較難掌握填答者的投入程度，故每份問卷皆設計

了注意力測試題，要求受測者在閱讀說明後填答情境中設定的社群平台與品牌名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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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數的操作性定義及衡量 

1.  網紅過度曝光情境 

如同施測過程所述，受測者不論觀看哪一個情境 (一般組 vs.過曝組)，最終都會看到網紅

在 Mola shop 的留言，留言內容完全相同，差異僅在過度曝光組會看到網紅頻繁曝光的情境描

述。為驗證操弄是否有效，設計兩驗證題，為驗證操弄是否有效，設計兩驗證題，分別詢問受

測者認知該網紅在 Facebook 上的活躍程度 (1 = 非常不活躍 vs. 7 = 非常活躍)，以及該網紅在

Facebook 上的曝光偏好程度 (1 = 非常不喜歡曝光 vs. 7 = 非常喜歡曝光)。 

2. 心理抗拒 

心理抗拒普遍被視為一種多元尺度的構面 (Brehm, 1966; Miller et al., 2007)。過去研究指

出，年齡、性別和種族的變量都有可能影響心理抗拒 (Hong et al., 1994; Woller et al., 2007)。在

本研究情境中，網紅透過社群平台留言以爭取曝光，若此行為導致過度曝光，便可能使用戶感

知其資訊選擇與瀏覽自由受到限制，並因重複接觸及明顯的說服意圖而產生負面反應。 

考量本研究旨在探討網紅過度曝光此特定情境所誘發的狀態性心理抗拒，而非測量受測者

穩定的人格特質，本研究參考 Hong and Faedda (1996) 所發展的四構面心理抗拒量表，並加以

修正與調整，以貼合本研究之脈絡。題項主要聚焦於捕捉兩個核心面向： (1) 消費者因社群平

台演算法或推播機制導致其資訊選擇自由受到限制時，所產生的直接負面情緒反應。(2) 消費

者在面對此類由平台機制驅動的過度曝光，從而感知到網紅強烈的說服意圖時，所產生對系統

性強加的訊息之抗拒感。雖然未直接逐字翻譯原量表中所有構面，但本研究修改後的題項組合

能共同反映在此特定情境下，消費者因感知自由受損及侵擾式說服所引發的心理不適與抗拒狀

態。詳細量表如表 1 所示。 

表1  
心理抗拒量表 

衡量構面 題 項 

心理抗拒 

1.  當無法決定是否要收到這些訊息時，我會有負面觀感 
2. 當這些訊息使我瀏覽 Facebook 的自由受到限制時，我會有負面觀感 
3. 當這些推薦訊息的內容沒有資訊價值時，我會有負面觀感 
4. 當無法決定 Facebook 會跳出什麼訊息通知，會引發我的抗拒感 
5. 當收到不想看的訊息，我會想停用或減少使用 Facebook 
6. 當收到不想看的訊息，我希望我有權利決定是否要收到這些訊息 

 

3. 追蹤意願 

追蹤意願參考自 Balaji et al. (2021) 的研究，利用三個題項來衡量消費者對網紅在社群媒體

上的追蹤行為，分別為受測者是否願意追蹤、打算追蹤，以及持續關注網紅的意願。所有量表

皆採七點李克特尺度來衡量。 

(三)實驗結果 

本次實驗共計發放 91 份，扣除未通過注意力測試者，總計有效樣本 88 份，其中，女性

72 人，占 81.8%，年齡分布由 17 歲到 39 歲，平均年齡是 22.3 歲。受測者分布在一般組有 49
人，過度曝光組 39 人。心理抗拒與追蹤意願的 Cronbach’s Alpha 量表信度值分別為.92 與.96，

顯示量表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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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檢驗過度曝光情境操弄的有效性，本研究比較「一般組」與「過度曝光組」受測者對於

網紅曝光程度的感知差異。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顯示，過度曝光組 (M = 6.04, SD = .86) 的平均

得分顯著高於一般組 (M = 5.50, SD = .692)，t(86) = -3.252, p < .01，表示實驗操弄成功創造了不

同程度的感知曝光差異。然而，一般組的平均得分亦達 5.5 分，反映了當代消費者的基本認

知，亦即「網紅」的基本狀態就是具有較高的活躍程度。前導實驗的目的並非建立「無曝光」

的基線組，而是創造一種更為頻繁且明顯過度活躍的情境，據以比較受測者的心理抗拒反應。 

為驗證 H1，本研究以曝光組別 (一般組 vs. 過度曝光組) 為自變數，「心理抗拒」為依變

數，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兩組受測者對網紅留言所產生的心理抗拒程度明顯不

同，其中，過度曝光組 (M = 5.89, SD = 1.02) 的心理抗拒顯著大於一般組 (M = 5.18, SD = 1.19; 
t = -2.97, p < .01)。 

為驗證心理抗拒在過度曝光與追蹤意願之間的中介效果，本研究採 Hayes (2017) 的

PROCESS Model 4 程序，選擇拔靴法 (bootstrapping = 5000) 進行中介效果檢驗。自變數：一般

組 = 1、 過度曝光組 = 2，與中介變數心理抗拒、依變數追蹤意願，一起投入迴歸模式中進行

預測。 

結果顯示，過度曝光確實對心理抗拒有正向影響 (β = 0.71, 95%信賴區間 [CI] = [0.24, 
1.19])，支持 H1 假設。此外，中介效果檢定 (effect = -0.27, [CI] = [-0.26, -0.27] ) 顯示中介效果

存在。其中，心理抗拒與追蹤意願有負向顯著關係 (β = -0.38, [CI] = [-0.63, -0.14] )；過度曝光

亦會直接影響追蹤意願 (β = -0.90, [CI] = [-1.48, -0.33] )，故為部分中介效果模型。 

圖3 
中介效果圖 

 
**p < .01.  

 

(四)小結 

前導實驗清晰地揭示了網紅過度曝光對消費者心理抗拒及追蹤意願的負面影響，並驗證了

心理抗拒在此過程中的中介作用。此發現不僅凸顯了網紅在追求曝光時可能面臨的困境，也為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如何緩解此負面效應提供了實證基礎。 

肆、正式實驗與結果分析 

一、實驗一 

(一)實驗設計與施測過程 

前導實驗確立網紅過度曝光之效果會經由心理抗拒的中介而影響人們的追蹤意願。實驗一

架構在過度曝光情境下，欲找出降低心理抗拒的可行做法。具體而言，實驗一將測試不同解釋

水平的留言訊息對消費者的心理抗拒是否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並測試中介效果是否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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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仍以虛構之服飾品牌「Mola shop」及網紅「愛麗絲」作為實驗情境，隨機分配受

測者觀看低解釋水平或高解釋水平兩種不同之留言。正式實驗時，為了快速融入情境，受測者

除了先閱讀網紅過度曝光的情境描述之外，還需閱讀三則 Facebook 訊息通知，受測者必須一

一點開閱讀後才能填寫問卷。這是模擬人們收到 Facebook 訊息通知後，必須閱讀訊息後，通

知欄上的紅色提醒數字才會消失的真實情況。受測者閱讀的情境完全相同，差異僅在三則訊息

通知中，留言內容是以高解釋水平或低解釋水平的方式撰寫。 

(二)主要變數操弄與衡量說明 

心理抗拒與追蹤意願量表與前導實驗相同，在解釋水平的實驗操弄上，本研究透過前測模

擬八組不同解釋水平的相對應留言。其中，高解釋水平採取較抽象、模糊的訊息；而低解釋水

平留言則為具體、精確的訊息。隨後，請受測者閱讀完句子後填寫量表，問卷參考 Balaji et al. 
(2021) 訊息解釋類型之語意差異量表來測量，內容包含：我覺得這則留言具有 (1 = 模糊訊息 
vs. 7 = 具體訊息) 以及 (1 = 非常不詳細 vs. 7 = 非常詳細) 等 2 題。最終選定三組不同解釋水平

的句子 (如表 2 所示)，作為正式實驗素材。成對樣本 t 檢定的結果證實解釋水平的操弄達顯著

差異 (M 高解釋 = 3.90 vs. M 低解釋 = 5.49; p < 0.01)，且閱讀完這兩組訊息後，受測者對品牌態度的

評價並沒有顯著差異 (M 高解釋 = 5.04 vs. M 低解釋 = 5.26; p = 0.197)，代表兩種刺激的強度相近。 

表2  
實驗一實驗素材 

低解釋水平 高解釋水平 

 

 

 

 

(三)實驗結果 

實驗一共收到 92 份問卷，刪除無效樣本後，有效樣本共計 78 份，其中，女性 73.1%，年

齡分布在 14 歲到 33 歲之間，平均年齡 22.7 歲。低解釋水平組有 40 人，高解釋水平組有 38
人。心理抗拒與追蹤意願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分別為.88 和.95，符合信度的要求。 

網紅過度曝光之操弄檢定方法同前導實驗，結果顯示受測者感知到的平均曝光程度 (M = 
6.03, SD = 0.92, p < .001) 顯著高於量尺中點，表示過度曝光情境操弄成功。至於高、低水平解

釋水平留言刺激已於前測階段獲得驗證，考量納入解釋水平的操弄檢定可能會引導受測者回溯

思考，進而對心理抗拒的測量造成潛在干擾，故未在實驗一中重複進行解釋水平之操弄檢定。 

本研究亦針對解釋水平與心理抗拒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證實低解釋與高解釋留

言在心理抗拒上達顯著差異 (t = 2.759, p < 0.01)，支持 H3a 的假設。其中，低解釋水平組之心

理抗拒 (M = 5.85, SD = 0.83) 明顯高於高解釋水平 (M = 5.21, SD =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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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果檢定採 Process 模組 Model 4 。其中，自變數為解釋水平，中介變數為心理抗

拒，依變數為追蹤意願。如圖 4 結果顯示，解釋水平對心理抗拒的影響為負向且顯著 (β = -
0.63, p < .01)，表示解釋水平愈高，則心理抗拒愈低，支持 H3a 的假設。此外，中介效果的檢

定 (effect = 0.295, [CI] = [0.065, 0.624] ) 亦達顯著，支持 H3b。由於解釋水平與追蹤意願之間的

直接效果不顯著，顯示模型屬於完全中介模型。 

圖4  
解釋水平、心理抗拒與追蹤意願中介效果圖 

 
 

(四)小結 

實驗一證實在網紅過度曝光情境下，採高解釋水平之留言訊息能顯著降低消費者的心理抗

拒程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介分析結果顯示，解釋水平對追蹤意願的影響完全是透過心理抗

拒此一中介變數來實現，呈現完全中介效果。此發現不僅驗證了 CLT 在特定情境下的應用價

值，也揭示了心理抗拒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換言之，若試圖緩解過度曝光的負面效應，直接處

理與降低消費者的心理抗拒狀態至關重要，此即為實驗二相討論之議題。 

二、實驗二 

(一)實驗設計 

實驗二旨在探討於過度曝光且網紅留言採高解釋水平訊息的情境下，訊息內容風格如何因

應消費者個人差異 (如自我效能感)，對心理抗拒的緩解效果產生更細緻的調節作用。具體而

言，實驗二將檢視不同敘事基調對消費者心理抗拒之影響，並進一步探討此效果是否會受消費

者自我效能的調節，進而影響其追蹤意願。因此，實驗二為一個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型，如圖 5
所示。 

圖5 
研究假設 4 之調節式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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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刺激與施測過程 

為增加研究的一般性，實驗二改採果汁作為實驗情境，並用虛構品牌「Daily juice」作為

網紅「愛麗絲」在社群貼文上的留言對象。受測者接受問卷邀請後，會先觀看到相同的情境介

紹，如圖 6 所示，用來促發過度曝光的感受。然後，根據電腦隨機分派的組別，分別觀看正能

量或負能量兩種不同的留言情境。在觀看完所有實驗情境與刺激之後，受測者填寫心理抗拒、

追蹤意願、自我效能量表，以及性別與年齡與注意力測試題等。 

圖6  
網紅過度曝光情境之實驗刺激 (動態頁面版本) 

 

(三)主要變數操弄與衡量說明 

1. 敘事基調 

前測共設計五組相對應之句子，每組含有一句正能量與一句負能量留言。受測者在觀看完

留言後，填寫語意差異量表，內容包含：我覺得這則留言是 (1 = 悲觀的 vs. 7 = 樂觀的)、(1 = 
安於現狀的 vs. 7 = 積極進取的)，以及 (1 = 接受現況的 vs. 7 = 給予希望的)，共三題。並詢問

受測者看完後，主觀認為：「愛麗絲對 Daily juice 的好感度」。前測結果顯示，圖 7 這組句子

不僅在敘事基調上達顯著差異 (M 正能量 =6.13 vs M 負能量 = 3.51; p < .01)，受測者感知網紅愛麗絲

對品牌的好感度也沒有差異 (p = .913)，表示訊息的強度類似，差異僅在正、負能量的敘述方

式。 

圖7  
實驗二實驗素材 (左：正能量；右：負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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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我效能 

實驗二採用之心理抗拒與追蹤意願量表與前導實驗相同。自我效能則參考自 Jerusalem and 
Schwarzer (1992) 所發展的量表，共 10 題，來衡量個體對完成任務和達成目標能力的信念程

度。所有量表皆採四點尺度來衡量，1 分表示完全不正確；2 分表示有點正確；3 分表示多數

正確；4 分表示完全正確。得分愈高，顯示其自我效能感愈好；得分愈低，則顯示自我效能感

愈差。問卷內容如表 4 所示。 

表4  
自我效能量表 

衡量構面 題項 

自我效能 

1. 如果我努力，我總是能解決困難的問題 
2. 就算有人反對我，我仍然會用各種方法獲得我想要的東西 
3. 我很容易堅持自己的目標並實現目標 
4. 我有信心能有效地處理突發事件 
5. 由於我的足智多謀，我知道如何處理不可預見的情況 
6. 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我可以解決大多數問題 
7. 面對困難時我能保持冷靜，因為我相信自己有應對的能力 
8. 當我遇到問題時，我通常可以找到多個解決方案 
9. 當我遇到麻煩時，我總是能想到解決的辦法 
10. 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我總是能有效地處理 

 

(四)實驗結果 

實驗二共回收 242 份，扣除未通過注意力測試者，總計有效樣本 192 份，其中，女性

86.5%，年齡分布由 16 歲到 38 歲，平均年齡 22.84 歲。正能量組有 92 人，負能量組有 100
人。在 Cronbach’s alpha 檢定中，心理抗拒量表達.897，追蹤意願量達.96，而自我效能量表

達.895，所有量表皆具有高信度。網紅過度曝光平均分數為 5.69 ( SD = 1.20, p < 0.01)，顯著高

於量尺中點，表示過度曝光的情境操弄成功。 

首先，檢驗敘事基調 (正能量 vs. 負能量) 與自我效能的交互作用對消費者心理抗拒的影響 
(H4a)。利用 Hayes (2017) 的 Process Model 7 ，設定 Bootstrapping 為 5,000 次進行調節式中介

效果檢定。其中，自變數為「敘事基調」，正能量 = 1、負能量 = 2，調節變數為自我效能，

中介變數為心理抗拒，最後追蹤意願為依變數。表 5 結果顯示敘事基調與自我效能的交互作用

項對心理抗拒的預測效果顯著 (p = 0.011)，顯示自我效能確實調節了敘事基調對心理抗拒的影

響，初步支持 H4a 假說。 

表5 
實驗二調節效果檢定結果 

 coeff S.E. t p LLCI ULCI 

常數 8.954 1.771 5.057 0 5.461 12.447 

敘事基調(X) -3.051 1.136 -2.685 0.008 -5.292 -0.809 

自我效能(M) -1.153 0.588 -1.962 0.051 -2.312 0.006 

X × M 0.98 0.381 2.573 0.011 0.229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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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視覺化高、低自我效能感狀態，圖 8 以自我效能平均值正負一個標準差來區分高、低

自我效能兩組，繪製調節效果圖。圖中顯示低自我效能感的受測者閱讀到負能量語句有較低的

心理抗拒 (M 負能量= 4.79 < M 正能量= 5.49, [CI] = [-1.24, -0.16] )；高自我效能感之受測者亦如預期偏

好正能量語句，惟差異未達顯著 (M 正能量= 5.31 < M 負能量= 5.60, [CI] = [-0.21, 0.77] )。Johnson-
Neyman 分析進一步界定了交互作用顯著之區間 (Johnson & Fay, 1950)。如圖 9 所示，當自我效

能感低於 2.715 分，負能量敘事會顯著降低心理抗拒；但自我效能感必須非常高 (3.985 分以

上)，正能量敘事才能顯著緩解心理抗拒，此結果支持 H4a 的假設。 

圖8 圖9 
不同自我效能與正、負能量調節效果圖 Johnson-Neyman 圖 

   

 

本研究進一步檢驗 H4b 假說，即敘事基調透過心理抗拒對追蹤意願的間接效果是否會受

到自我效能的調節。在直接效果檢定部分，效果值 = -0.14, [CI] = [-0.532, 0.253]，未達顯著差

異；調節式中介效果值 (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 則達顯著差異 (index = -0.319, [CI] = [-
0.715, -0.040] )，表示自我效能對敘事基調經由心理抗拒影響追蹤意願的間接效果具有顯著的

調節作用，H4b 假說獲得支持。 

深入檢視調節式中介的具體模式時發現，在低自我效能水平下，間接效果顯著 (b = 0.202, 
95% [CI] = [0.036, 0.429] )，亦即，敘事基調會顯著地透過降低心理抗拒來提升追蹤意願。但

在中等及高自我效能水平下，間接效果均不顯著 (b = 0.053, [CI] = [−0.063, 0.172]；b = −0.097, 
[CI] = [−0.315, 0.07] )。此結果進一步強化了 H4a 的發現：訊息基調與自我效能若能匹配，可

緩解消費者的心理抗拒，進而影響追蹤意願，尤其在低自我效能的受眾中更為顯著。 

(五)小結 

實驗二證實在網紅過度曝光且採用高解釋水平留言的情境下，消費者的自我效能對敘事基

調與心理抗拒之影響產生了調節效果。這種訊息與個人特質的適配性效果，對自我效能感較低

的消費者，在接觸能產生共鳴的「負能量」敘事時，其心理抗拒會顯著下降；反之，自我效能

感高的消費者則對「正能量」敘事反應更佳。此發現揭示了訊息效果不僅取決於其結構 (如解

釋水平)，更取決於其內容風格與閱聽人心理特質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實驗二設定在高

4

4.5

5

5.5

6

低自我效能感 高自我效能感

正能量 負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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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水平的留言情境，但後測驗證中正能量留言的解釋水平感知與中點差異未達統計顯著，可

能源於其混合解釋水平的結構 (詳見研究限制之討論)。此操弄限制或許可部分解釋高自我效能

組中，正能量效果未達預期水準的現象。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網紅行銷憑藉其較高的可信度、互動性與情感連結，已成為重要的行銷工具。網紅為擴大

影響力而追求高曝光，本就無可厚非。然而，不當的曝光策略，例如過度頻繁的留言或商業訊

息，可能導致消費者的反感與心理抗拒。儘管過去對傳統廣告過度曝光的研究已點出此問題 
(Koch & Zerback, 2013; Yaveroglu & Donthu, 2008)，但在網紅此一特殊傳播者的情境下，系統

性的討論仍相對不足。 

本研究透過前導實驗，證實網紅過度曝光確實會提升消費者的心理抗拒，且此心理抗拒在

過度曝光與消費者追蹤意願之間扮演了關鍵的中介角色。此發現為後續探討緩解策略奠定了實

證基礎。 

在緩解策略的探討上，實驗一證實，採高解釋水平的留言訊息能有效降低消費者的心理抗

拒，且此效果是完全透過心理抗拒的中介來影響追蹤意願。此結果不僅證實 CLT 在網紅情境

的適用性與其緩解負面心理狀態的潛力，更凸顯了直接處理與降低心理抗拒的重要性。過往有

關 CLT 研究多集中於產品特性、道德或公益議題的說服 (e.g., Chen, 2016; Fujita & Carnevale, 
2012) ，較少運用在網紅行銷的情境。本研究擴展了 CLT 在商業推廣上的應用，再次確認其在

解決負面情緒與防衛心理上的價值。 

實驗二進一步深化探討在高解釋水平的訊息框架下，訊息的內容風格與閱聽人個人特質的

適配性。本研究發現，消費者的自我效能與敘事基調存在交互作用：對自我效能感較低的消費

者，帶有共情或寫實色彩的負能量敘事基調，能更有效降低其心理抗拒。Johnson-Neyman 分

析則顯示，僅在自我效能感非常高的個體中，正能量訊息才能降低消費者的抗拒心理。此外，

本研究亦證實敘事基調經由心理抗拒對追蹤意願的間接效果，會受到自我效能的調節，呈現典

型的調節式中介歷程。 

本研究深化 PRT (Brehm, 1966; Wicklund, 1974) 於人際化傳播的應用。過去廣告研究中的

PRT，多半聚焦於消費者對品牌廣告所發出之說服訊息的抗拒。本研究將此理論拓展至具高度

人際互動與準社會關係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之脈絡，發現抗拒的來源不僅是訊息的說服意

圖，更是對網紅「個人存在」過度侵擾的反應。 

此外，針對社群媒體中流行的「正能量」與「負能量」敘事，本研究從敘事基調 (Green 
& Brock, 2000; Nabi & Green, 2014) 的理論切入，提供初步的學術概念化與效果驗證。本研究

指出，訊息策略需同時兼顧抽象程度與敘事基調，且效果會因個人特質而異。將訊息效果的研

究從單純的內容優劣，推進到訊息與個人特質適配性的更深層次探討，並支持了自我一致性理

論 (Sirgy, 1982) 在社群媒體溝通中的重要性。消費者會主動尋求與其自我概念相符的敘事基

調，這不僅是情緒上的共鳴，更是認知上對自我概念的確認與維護。此發現凸顯了在處理與網

紅的關係時，消費者對情感共鳴及自我概念的重視程度，遠高於應對無生命的品牌廣告，這也

正是網紅情境的特殊之處。 

二、管理意涵 

網紅為擴大影響力而追求曝光本無可厚非，然而，本研究結果與實務觀察均顯示，過度曝

光確實會引發消費者心理抗拒，甚至導致粉絲流失。為此，網紅與品牌在制定曝光策略時，應

更為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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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研究證實採用高解釋水平的策略能緩解消費者因網紅「刷存在感」而產生的抗拒

心理。如何讓每一次曝光都盡可能降低其潛在的負面影響，在內容設計原則上，可以多強調更

高層次的價值或引人深思的抽象陳述，藉此拉開心理距離，避免在消費者資訊接收疲乏時，對

網紅或其推廣的品牌產生直接的負面觀感。 

其次，本研究結果指出訊息配適的重要性。深入理解目標受眾的自我效能感，並依此調整

訊息的敘事基調，是降低心理抗拒的有效手段。針對自我效能感較低的受眾，強調理解與共情

的負能量留言，更能獲得其認同；針對自我效能高的受眾，則正能量語錄更能符合其心境。例

如，若產品強調成長、挑戰與成就 (如線上課程、培訓、健身等)，「長得漂亮是優勢，活得漂

亮是本事，購買 XXX 讓自己更美麗」這類的正能量的敘事，能有效激勵目標受眾；若是針對

情緒發洩、強調要時時犒賞自己的產品，例如美食、遊戲或旅遊等，使用「你要好好愛自己，

因為沒有人愛你」這種負能量訊息，也許更能吸引消費者。 

本研究雖將重點放在網紅留言刷存在感的情境，但也適用於一般社群媒體行銷中。以

Instagram 的限時動態為例，許多網紅每日數則的限時動態，雖然爭取不少曝光機會，但反而

造成粉絲過度的資訊負載。由於演算法無法操控，可能造成同一批粉絲在短時間內接收到太多

相似的商業訊息，例如百萬網紅宛兒曾遇到的情況。在此類無法完全掌控推播對象的情境下，

採用高解釋水平的訊息溝通，確實有助於緩和消費者的不適感。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儘管本研究提出有趣的研究發現，但仍有若干限制，可供未來研究參考： 

(一)本研究主要以文字敘述來模擬過度曝光。雖然在實驗中嘗試了不同的刺激操弄，情境

上也是模仿 Facebook 上網紅到處留言曝光的現象，但未來若能進行現場實驗，將曝光次數或

頻率納入實驗設計中，將可大幅提升研究的生態效度。 

(二)本研究的重要前提是假定受測對象對推播之訊息不感興趣，卻因網紅留言而被迫觀看

產品介紹。本研究前期訪談發現，當消費者對訊息高度關注，亦即沒有心理抗拒的情形下，此

時會希望網紅留言能具體「就事論事」，而非「言不及意」。換言之，此時採用抽象的高解釋

水平訊息，反而會導致消費者的心理抗拒。 

(三)本研究在研究變數的廣度與真實性上亦有可擴展之處。為求實驗控制，本研究皆採用

虛構的網紅與品牌，此舉雖能排除受測者既定印象的干擾，但未來若能採用真實網紅與品牌進

行驗證，將更能提升外部效度。此外，本研究聚焦於「曝光頻率」作為引發心理抗拒的主要前

因，然而，其他因素，例如內容品質、廣告密度或網紅本身的言行爭議等，亦可能是抗拒的重

要來源，未來可將這些變數納入模型，以建構更完整的理論。 

(四)本研究雖證實 CLT 與敘事基調等訊息策略能緩解心理抗拒，但其內在心理機制尚待釐

清。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這些策略是否是先透過引發正向情緒反應、提升感知適配度，或降

低說服意圖感知等前置中介變數，才達成緩解心理抗拒的效果。檢驗更細緻的中介模型，將有

助於揭開緩解策略的黑盒子，深化相關理論意涵。 

實驗二的刺激設計亦存在一項限制，值得未來研究深化。經後測檢定發現，雖然負能量留

言成功操弄為預期的高解釋水平 (M = 4.50, p = .049)，但正能量留言的解釋水平感知 (M = 4.43)
與中點的差異未達統計顯著性 (p = .137)。本研究認為，此操弄不一致的結果可能源於本研究

所採用的留言刺激實為一種混合解釋水平 (Mixed-level Construal) 的訊息。實驗的每則留言結

構都結合了抽象、高解釋水平的敘事框架，例如「這一秒不放棄，下一秒就有希望！」與一個

具體、低解釋水平的行動呼籲 (如「就來一杯 Daily Juice 吧！」)。這種具體的行動指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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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高解釋水平的效果。雖然此混合結構更貼近真實溝通的樣貌，但未來研究應致力於設計

更純粹的刺激物，或透過因子設計來解離抽象框架與具體行動呼籲各自獨立的影響效果。 

本研究的實驗場域主要為 Facebook，鑑於不同社群平台 (如 Instagram、TikTok) 具備相異

的內容形式與互動文化，本研究的發現推論至其他平台時仍需謹慎。不同平台的特質也會影響

其採用的高解釋水平訊息策略。在 Facebook 的平台，可以文字操弄解釋水平；然而，在以視

覺為主的 Instagram 平台上，未來研究或可探討如何利用圖片來操弄解釋水平，例如，呈現距

離較遠或較為空曠的照片是否能創造更高的心理距離，進而達到高解釋水平的效果？事實上，

根據 CLT，人們會在時間、空間、社交距離與可能性等四個面向產生不同的心理距離，未來

研究可思考如何在不同平台善用這些不同維度的解釋水平策略，以降低消費者的心理抗拒。 

最後，本研究對社群媒體中流行的「正能量」與「負能量」敘事基調的探討仍屬初步。未

來研究需要更完整地定義此構念，並持續關注其在不同文化脈絡下的影響。例如，近年流行的

「躺平族」文化，使得帶有理解與共情意味的「負能量」傳播，讓觀看者覺得自己的狀態被理

解、心情被接住了，這已成為值得關注的社會溝通議題。探討這些敘事基調如何與更多個人特

質或文化價值觀交互作用，將是豐富此領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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